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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小静 沈坤荣 

内容提要：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跨期模型来揭示城 

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 的内在机理 ，并运用 中国 1995--2012年 间的省 

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 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 富水平较低 的农村居 民无法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由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具有不同的 

生产效率，较低质量的劳动力只能在传统部门从事生产，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门自身生产 

效率的提升，而且也减少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 

力质量影响 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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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 

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的矛盾。随着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 

转变以及廉价资源的终结，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步入“结构性减速”的新阶段，增长下移、总量下行使 

得分配 、就业 、税收、金融等方面的隐性矛盾不 断显性化。尤其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和 

“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中国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Wu&Perloff，2004；Benjamin et a1．，2004； 

Wan et a1．，2006；Sicular et a1．，2007；林毅夫等 ，1998；陈斌开等 ，2010)。关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文献 ，主要有四种观点：一第一种观点从积累激励视角 ，认为收入差距会限制穷人的投资机会 、 

降低积累财富的激励，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Banerjee&Newman，1993；Aghion et a1．，1997)。第二种 

观点从劳动分工的视角，认为低技能者更倾向于选择不分工 ，平等的收入分配会通过促进分工协作而 

影响经济增长(Fishman&Simhon，2002；陆铭等，2007)。第三种观点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认为收入差 

距会降低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Murphy et a1．，1989；权衡等，2002；杨汝岱 

和朱诗娥，2007；沈凌和田国强，2009)。第四种观点从政治经济的视角，认为收入差距通过政府税收、 

社会冲突影响了经济增长(Persson&Tabellini，1994；Alesina&Rodrike，1994；Li&Zou，1998；Cagetti＆ 

Nardi，2007；Benhabib&Rustichini，1996；Alesina&Perotti，1996；Aghion et a1．，1997；尹恒等，2005)。 

解决短期的增长和波动问题需要依靠需求因素或外部因素，而解决长期增长问题则需要依靠 

供给因素。在讨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中，供给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劳动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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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供给时代的结束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从总量来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正在下降、人口抚 

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从结构来看，低端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就业，而高端劳动力 

却相对短缺。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专家预期这一经济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 

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应对人口红利消失问题的关键之点是要依靠劳动力 

质量的提高(蔡唠，2011)。但是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在现有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一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 

素之一。Galor＆Zeira(1993)首次提出收入不平等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 

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限制穷人拥有受教育 

的机会，降低其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阻碍到经济增长。而 Benabou(1996)、Aghion 

(1998)进一步研究了再分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 响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De La Crois et a1．(2004)从生育决策和教育决策的相互影响人手 ，认为穷人倾向于多生孩子并 

较少投资于教育，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平均受教育水平，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与其他经济体相 比，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异质性”是 内生 

锁定且长期存在的。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资源约束对个人接受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影响是 

不同的，出生地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接受教育 、获取技能的机会 ，从而导致严重的城 

乡差异。现有从劳动力质量视角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经验检验层 

面。杨俊等(2008)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进行实证 

检验，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收入差距 

也将会对教育的获得产生影响。黄燕萍等 (2013)放松 了不同层级人力资本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假 

设 ，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层级教育对中国地 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结果表明我国初 

级教育和高级教育均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高级教育。进一步，陆铭 

等(2005)把教育和投资作为内生变量引入联立方程模型，以1987--2001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为样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结 

果表明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 的间接影响主要来 自于投资渠道 ，而教育的间接影响相对较弱。 

上述研究对中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 

究进行扩展：第一，现有文献大多是从积累激励、劳动分工、消费需求或政治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收入 

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我们选择要素供给视角来进行讨论O第二，现有文献主要在经验分 

析层面对中国的收入差距、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计量检验，而我们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 

的基本特征出发 ，首先在 Galor&Zeira(1993)研究 的跨期模型 中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与 

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由此来阐释城乡收入差距 、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然后在 

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其进行经验检验。 

二 、理论分析 

Galor&Zeira(1993)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假设基础上，阐明了资本市场不完善时 

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放弃 Galor＆Zeira 

(1993)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部门的前提假设，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与规模报酬递减的传 

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假设来进一步扩展跨期模型，重点阐释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一 )基本假设 

我们考虑一个由传统生产部门与现代生产部门共同构成的二元经济，其中传统生产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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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的非熟练劳动力，而现代部门使用高技能的熟练劳动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通过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来实现。本模型假设劳动力市场由两个相互隔离的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其中非熟练劳动力 

的工资水平为 ，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为 。。① 

假定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其价格标准化为 1，并且这种 

产品是被凝结在熟练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或非熟练劳动力和土地两种方法生产出来 

的。每个人具有相同的潜力和偏好，只是从父母处获得的遗产有所不同。 

假设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的现代部门的产出为： 

=F(K ，H ) (1) 

其中， 、K 、H 分别表示该部门第 t期的产出、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F表示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 

凹生产函数 ，以科布 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 ，即： 

=A，K 日 (0≤ ≤ 1) (2) 

其中，A。是外生给定的技术水平，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 日 理解为是第 t期的熟练劳动力数量 乘 

以其劳动力质量水平 (即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h)，当劳动力质量提高或劳动力数量增加时 ，现代部门 

的产出会增加。假定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均是提前一期的，且不存在投资调整成本和资 

本贬值。则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的现代部门产出为： 

：AlK (hL：)卜“ (0≤ ≤ 1) (3) 

假设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的传统生产部门的产出可表示为： 

y=I=G(L ，N) (4) 

其中， 、￡ 、Ⅳ分别表示该部门第 t期的产出、非熟练劳动力数量和土地投入。我们假定土地数量 

是固定不变的，则生产函数关于非熟练劳动力投入就具有递减收益，即G >0，G <0，则有： 

= G(L ，Ⅳ) (5) 

进一步设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的传统部门产出为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 

y=l=A：(L ) (卢<1) (6) 

其中，A 表示外生给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总产出可表示为传统生产部门与现代生产部门的产 

出之和，我们用 表示第 t期的总产出，则有： = +y=I。 

由此可见，在不考虑物质资本约束条件下，在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与规模报酬不变的 

现代部门同时并存的国民经济中，一单位的劳动投入在现代部门的产出要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 

产出，而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要 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质量为条件。在 

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这部分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 

向现代部门转移可以促进总产出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非熟练劳动力通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 

劳动力质量变为熟练劳动力后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可以有效推动经济的增长。 

假定作为经济主体的每个人只生活两期，在第一期个人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是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还是作为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在第二期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作为熟练劳 

动力从事生产，而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还是以非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人力资本投资为 h>0。 

为了简化，我们不考虑人口增长，即假定每个人只有父母和一个孩子，人口数量不变。个人只在第 

二期进行消费并给子女留下遗产，则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u=Alogc+(1一A)logb (7) 

其中，c表示第二期的消费，b表示遗产，且有0<A<1。这里 “(c，b)取决于个体在第二期的消费以 

① 陈彦斌等(2013)指出由于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刻画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建模方法尚未成熟 ，而且分割市场设定能够简单 

而有效地刻画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该假设在现行理论建模上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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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父母处继承的遗产数量。 

(二 )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投 资决策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来讨论在短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质量、经济增长的关系。假定资本市 

场的利率为 r，一个代表性个体在第一期继承了数量 的遗产，此时他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不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不管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与生产；二是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 ，在第二期作为熟练劳动力参与生产 ，此时如果个体所继承的遗产数额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所 

需的数额，就需要通过在资本市场借款来完成人力资本投资。这里，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 

取决于各种情况下所带来效用大小的比较。 

若个体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而直接作为非熟练劳动力来进行工作 ，其效用函数为： 

U ( )=log[( +W )(1+r)+W ]+s (8) 

根据式(7)，该个体留下的遗产额为 ： 

b ( )=(1一A)[( +z￡) )(1+r)+W ] (9) 

若个体在第一期继承数量为 的遗产，且 ≥h，则其选择人力资本投资时效用函数就为： 

U ( )=log[( —h)(1+r)+W ]+占 (10) 

该个体留下的遗产额为： 

b ( )=(1一A)[( —h)(1+r)+W ] (11) 

如果代表性个体在第一期继承遗产数量为 ，且有 <h，这时要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必须 

通过借款来完成。我们假定该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借款数额为d，借款支付的总成本为 c，且总 

成本 C由借款利息 dr和额外成本 P两部分组成 。需要说 明的是 ，额外成本 P存在的原 因主要有两 

个：其一，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教育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布是不均等的，而借款 

个体一般是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为了获得同样 1单位的教育投入，农村居民付出的成本 

往往要高于城镇居民。其二，当个体在第一期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无法在传统部门从事生产 

来获得工资收入，并且相同数额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居民的初始财富中所占比重大于其在城镇 

居民初始财富中的占比，借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个体所付出的时间、生活等机会成本将高于不借款 

个体。因此 ，借款个体支付的总成本为 C：dr+P，单位成本为 ： 

i=c／d =r+p／d (12) 

此时有 i>r(p>0)。则借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个体的效用函数就为： 

U ( )=log[( —h)(1+i)+W 】+ (13) 

根据式(7)，该人留下的遗产额为 ： 

b ( )=(1一A)[( —h)(1+i)+W ] (14) 

显然，对于任何理性个体如果作为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的效用大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效 

用，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当 U ( )>U ( )时，所有个体都不会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均作为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根据式(8)与式(10)，当 W 一h(1+r)<W (2+r) 

时 ，有 L 0，L =L 。总产 出就是非熟练劳动力部 门的产出，即 = =A：(L ) 。在此 ，我们施加 
一 个约束条件：W 一h(1+r)≥W (2+r)。 

当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高于非熟练劳动力时，经济主体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当 

( )≥ ( )时，经济主体才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根据(8)式和(13)式，个体是否进行人力 

资本投资的决策将取决于初始财富水平的高低，当个体所继承的遗产 ≥l厂时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而当个人继承的遗产小于．厂时则会选择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 

f=[W (2+r)+h(1+i)一W ]／(i—r) (15) 

，  基于此，个体在第一期继承的遗产额决定了其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还是以非熟练劳动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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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决定了他未来的消费和所留下的遗产。初始财富水平较高的个体比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 

个体更容易获得人力资本投资。 

理论假说 1：具有较高初始财富水平的城镇居民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质 

量 ，而财富水平相对较低 的农村居 民更倾 向于直接 以非熟练劳动力参与生产。 

(三)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 

令 D 为每个人在第 t期的财富分布，则该分布满足：』 dD ( )=L 。D 决定了第 t期的经济 

表现 ，由此决定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分别为 ：L 』 dD ( )， = dD ( )。则 

总产 出为：y =A (hL：) +A：(L ) 。进而有 ： 

yj=A。 (hI dD ( ))。。 +A：(I dD ( )) (16) J
J J 

由此可见，财富的分配状况决定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成为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和不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进一步决定了劳动力质量的高低，而这又是影响总产出的 

重要变量，收入分配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总产出。 

理论假说 2：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力无法顺利向高质量 的劳动力转化 ，熟练劳 

动力的总数量受到限制，进而制约整体经济的产出增长。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一单位劳动参与规模报酬不变现代部门的产出要大于规模报酬递减 

传统部门的产出，而传统生产部门使用低技能的非熟练劳动力，现代部门使用高技能的熟练劳动 

力，因此，在总劳动力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力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熟练劳动力 

的数量越多，则整体经济的产出越高。 

当一个经济体中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时，具有较高初始财富水平的城镇居民选择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作为熟练劳动力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从事劳动，而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则会 

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在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从事劳动。城乡收入差 

距过大通过阻碍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转化影响了整体经济的产出。 

理论推论 1：如果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质量，则随着 

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 门的流人 ，整体经济产 出将获得增长。 

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就可以通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传 

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传统部门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而现代部门规模报酬是不变的，这种转 

移能促进整个经济总产 出的增长 。 

理论推论 2：如果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质量，则规模 

报酬递减的传统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将得到提高，整体经济产出将获得增长。 

舒尔茨(1987)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原 

因，传统部门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是因为其生产效率太低。如果从事传统部门生产的劳动 

力质量能够获得提高，则传统部门的生产函数将会被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比较 

小，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就可以通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熟练劳动力，当其继续参与传统 

部门生产时可以提高其生产效率，整体经济的产出同样可以获得增长。 

(四)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把经济主体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 

低收入阶层三个群体，以 。和 ：为分界点( =h， ：：，)，即收入高于 的为高收入阶层，收入介 

于 。与 间的为中等收入阶层，收入低于 ：的为低收入阶层。收人分配不仅决定了第 t期的均 

衡，而且也决定了下一期的财富分布 D ： 

b ( )=(1一A)[( +W )(1+r)+W ] 当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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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一A)[( 一h)(1+i)+z￡) ] 当 2≤ < 。 

b ( )=(1一A)[( 一h)(1+r)+W ] 当 。≤ 

所继承遗产小于 的低收入阶层会选择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工作，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在长期他们的财富将收敛于均衡水平 ： 
一  

1 一 A 

丁_ 

所继承遗产大于 的人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们的后代并不都会作为熟练劳动力来 

进行工作，其中的关键点为 g： 

(1一A)[ 一h(1+ )] ⋯ 、 
g —丁_ 丁 丁 一 (18 

在第 t期所继承遗产小于g的人或许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是在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代就会 

变成非熟练劳动力，而他们的财富将会向 趋近；在第 t期所继承遗产大于 g的人会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他们的后代也会如此，最终他们的财富将会收敛于 ： 
一  1 

s =——二— ——l__ [⋯一 (1+r)] (19)1 1 1 1,U s 一 一( 一A)( +r) 、̈‘ ’ 

为了保证长期遗产 、 在代际之间是稳定的，在式(17)、(18)、(19)基础上需假设(1一 ) 

(1+r)<1。则在长期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分别为： = dD( )，L“= dD( )。 

此时 ，长期的总产出就为 ：y=A。 (h』 dD( ))卜 +A：(』 dD( )) 。 

由此可见 ，收人分配不平等时，在长期来看整个经济就会分化为两个阶层 ，高收入阶层将一代 

一 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低收入阶层只能一代一代作为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由于在长期 

非熟练劳动力将不再能向熟练劳动力转变，劳动力质量提高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总产出。 

理论假说3：从长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使财富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一代一代不断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质量，而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则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 

质量相对较低，由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较低质量的劳动力只能在传统部门 

从事生产，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f-i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也降低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 

动力数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五)外生冲击与工资水平的决定 

上述几个理论假说以及推论都是基于工资水平是外生给定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均衡水平工资 

变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放松该假设 ，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劳动力的工资 

水平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根据式(3)和式(6)，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水平'gO 分别为： 

W =a ／OL = (L ) (20) 

埘：=ar；／ol~；=(1一a)A。 。(L：) (21) 

其中， =e，(A ，L )，W：=e：(A ，K ，h，L：)。也就是说，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传统部门技术 

水平与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函数，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现代部门技术水平、资本供给总量、 

人力资本投资和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函数。 

式(20)与式(21)分别刻画了传统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现代部门对熟练劳动力的需 

求，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他们的供给情况，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 

数，而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数，此时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 s 与熟 

练劳动力的供给 ．s：分别为： 

35 



钞小静 、沈坤 荣 ：城 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 中国经济增长 

n) r 

s J 0 dDt( t)，s dDt( ) J ‘ ) 
其中，D ( )作为分布函数其具体形式在研究过程中是难以显化的，但是根据积分函数性质可知供 

给 s 、s：在函数 D ( )上是单调不减的，如图 1所示。 

圈 1 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工资水平的决定 

具体而言，在图 1(a)中 S 刻画了非熟练劳动力部 门的供给 ，根据前文的约束条件 W 一h(1+ 

r)<W (2+r)，当W =[W。一h(1+r)]／(2+r)时，个体选择无论是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还是熟练劳动 

力进行生产，其所带来的效用是相等的，此时供给曲线为一水平线，而当W >[W 一h(1+r)]／(2+r) 

时，所有个体都会选择作为非熟练劳动来进行生产，此时L ：L ，供给曲线为垂直于横轴的一条线。 

在图 1(b)中 ．s 刻画了熟练劳动力部门的供给，当W =W =W (2+r)+h(1+r)时，个体选择 

作为非熟练劳动力还是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是无差异的，此 时供给曲线为一水平线 ，而 当 >W 

(2+r)+h(1+r)时，个体将根据所继承遗产数量与式(15)中．厂临界值之间的比较来决定是否作为 

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正如之前理论分析所论证的那样，个体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取决 

于在第一期所继承的遗产数额能否超过临界点 ，根据式(15) 与 y呈反向变化，随着 y的上升临 

界点 厂在下降，这意味着能够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数会增加 ，此时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 

当 L江 L 时，供给曲线成为垂直于横轴 的一条线 。 

根据式 (20)与式(21)，设 P ， 分别为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供给与需求相等 

时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数量，其中传统部门均衡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数量为W 、L?，现 

代部门为W：、L 。由式(20)可知，W 是传统部门技术水平与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函数，当技术水 

平A，获得提高时，需求曲线向上平移至P；，均衡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数量都会上升。由式(21)可 

知， 是现代部门技术水平A，、资本供给总量 、人力资本投资h和熟练劳动力数量 的函数，当 

其技术水平、资本供给总量或劳动力质量提高时，需求曲线向上平移，均衡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数 

量也都会上升。由此可见，技术水平、资本总量等外生变量的冲击会影响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均衡 

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均衡工资水平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遗产 

数量的临界点 厂改变，此时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的人数将发生改变，劳动力的供给随之变 

化。由式(16)知道，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会对最终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实证分析 

在上述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1995--2012年我国内地 3O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 

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同时包含经济增长方程、投资方程、劳动力质量方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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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 

检验。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 

城乡收入差距 、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 ，很多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 

如果采用单方程模型很难完整有效地把经济系统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表达 出来 ，而采 

用联立方程模型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经济增长、投资、劳动力质量和城乡收入差距视 

为内生变量，构建完备的结构式联立方程模型来检验城乡收人差距通过投资与劳动力质量机制对 

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基本计量方程设计如下： 
O 

· 『fl+sG (22) 

invi =JB0+~1ine“+∑ 。 + (23) 
J 2 

4 

edu“= 0+T1 ne“+ f’z + “ (24) 
再  

6 

ine“=0o+01g却“+ oi。cm+ Ⅳ (25) 

本文的联立方程模型包括四个基本方程，其中(22)式为经济增长方程，(23)式为投资方程， 

(24)式为劳动力质量方程 ，(25)式为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在模型中，下标 i为各省市区的标识(i= 

1，2，⋯，30)，下标 t是各年份(t=1995，1996，⋯，2012)的标识； 。 s s肋、8N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 

独立同分布。 

增长方程(22)研究投资、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用各省人均实际 GDP表示经济 

增长g咖，用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物质资本投资 n ，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劳动力质量 edu。另 

外，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还需要控制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x为控制变量 

集合，我们遵循经济增长文献控制了政府支出规模 gov、人 口红利约束 popde、产业结构合理化 

indra、二元经济结构stru、非国有化程度private、城市化水平 urban以及经济开放度 open(陆铭、陈 

钊、万广华 ，2005；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 

还存在着 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 门，Lewis(1954)、Fei& Lanis(1957)的理论研究认 为经 

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就是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且钱纳里 H．、塞尔昆(1988)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 

他们的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因此 ，在控制变量 的选择中除了考虑产业 

结构之外，我们还讨论了二元结构的转化问题。物质资本投资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 

重要角色，在投资方程(23)中我们研究物质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用城乡收入比来度 

量城乡收入差距 ine，Y为控制变量集合 ，我们分别控制 了gov、set来看政府支出规模 和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对于投资的影响。进一步 ，我们控制了非国有化 private、城市化 urban、经济开放 open三个结 

构性变量。劳动力质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在劳动力质量方程(24)中我们研究城乡收入差距 

ine对劳动力质量 edu的影响 ，z为控制变量集合 ，我们分别控制 了二元经济结构 stru、城市化水平 

urban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eduex三个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方程(25)关注经济增长 g咖 对 

城乡收入差距大小 ine的影响，c为控制变量集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特征，大多研究认为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决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将二 

元对比系数引入城乡收人差距方程，除此之外我们还控制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ns、城 

市化 urban、非国有化 private和经济开放 open这 4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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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本文联立方程模型所使用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符 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 明 

首先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 =100)来计算环比GDP平减指数，然后将各个 

gdp 入均实际GDP 时期环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来求得以1995年为基年的定基指数，通过名义 GDP除以 

GDP平减指数(1995=100)得到各地 区实际 GDP，最后将其除 以人 口数。 

● 

物质资本投资 实 际固定资本形成额 与实 际 GDP的比重 lnV 

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由各学历层次年限乘以其所占总人 口比重加总而得，其中 

edu 劳动力质量 设定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 l2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为 l6年 。 

_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1ne 

gov 政府支 出规模 政府支 出 占GDP比重 

popde 人 口红利约束 少年儿 童与老年人 15／的总抚养 比 

用结构偏离度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TL表示结构偏离度，Y表示产 

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f7数，这里取为3： 
indra 产业结构偏 离 

=  

"

TYi) n(鲁／TY) 

用 二元 对比系数表 示，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与第 二、三产 业比较劳动 生产 率 
stru 二元经济结构 的比率

。 

private 非国有化程度 地 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 

urban 城市化水平 非农业人 口占总人 口比重 

open 经济开放度 进 出口之和 占 GDP比重 

Ser 公共服务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eduex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 社会保 障支 出 社会保 障支 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比重 lnS 

本文选择以 1995--~012年作为样本区间，原因主要有：(1)虽然改革开放已经 30多年，但 自 

20世纪 90年代 中后期以来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才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2)作为本文重要变量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中国人口年鉴》报告了 1987年以来的受教育人口结构，但 1989年、1991 

年和 1992年数据缺失，1987年与 1988年的数据未包含文盲人口，1994年的数据没有包含 15岁以 

下的人口，这些年份与其他年份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 

致性，本文选择以 1995--2012年作为样本区间。此外，由于西藏数据质量非常低，所以本文基于中 

国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6)》、《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以及 

《中国人 口年鉴》。因为大部分地区 GDP的历史数据从 1993年开始修订，所以 1995--2004年的相 

关数据我们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修订后的数据，而其他年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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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三)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识别的阶条件与秩条件我们可以知道 ，本文所构建 的联立方程模 型是过度 

识别的。对这类联立方程模型的传统估计方法有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3SLS)。在扰动项满足条件同方差时，3SLS是最优的 GMM估计量，而 2SLS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形 

下才等价于 3SLS，3SLS要优于 2SLS。因此，本文选择 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根据通常 

的做法，我们使用所有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2所示。 

在表 2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 

的机制。劳动力质量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质量的 

效应显著为负。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的阶段，当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时，其限制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作用超过了促进高收入家庭受教育的作用 ，这时，会有更多的 

低收人家庭面临时间与资金的约束，从而降低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并最终降低全社会的毕业率和人 

均受教育水平。这初步验证了本文 的理论假说 1，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物质资本投资方程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对投资产生正面影响，这可 

能主要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激励城镇居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进一步，从经济增长方 

程来看 ，计量结果表明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物质 资本投资增加与劳动力质量提高均会显著地 

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劳动力质量方程和经济增长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通过劳动力质量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1个单位 ，经济增长将下 

降751．73个单位。这与本文理论模型中所阐释的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方向是一致的。 ’ 

除此之外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 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 、劳动力质量和城 乡收 

入差距的因素。(1)在经济增长方程中，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的 

关系，这与 Barro(2000)、Clarke(1995)、陆铭等(2005)的发现是一致的。在具有中国经济特征的控 

制变量中，人口红利约束与产业结构偏离都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二元结构优化、非国有化程度增加、 

城市化与经济开放则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这一结果与现有大多研究经济增长文献的结果是相 
一 致的。(2)在投资方程中，政府支出规模对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陆铭等(2005)认为这与中国 

的地方投资具有明显的政府推动特点有关。非国有程度、城市化都有推动投资的作用，而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与经济开放对于投资的作用则为负 ，这与大多研究文献当中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其中，经 

济开放的负向影响可能与其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密切相关。(3)在劳动力质量方程中，教 

育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这似乎与直觉相反 ，但也可以从中国公共支出利用效 

率低的问题上去解释。二元经济结构 的优化与城市化被发现对劳动力质量提高有显著 的推动作 

用。(4)在城乡收入差距方程中，经济增长 、社会保 障支出的增加 、二元经 济结构的优化对于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而城市化、非国有程度增加与经济开放却显示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使用经城乡人 口权重调整之后的城 乡收入 比作为劳 

动力质量的度量指标 ，具体计算公式为 ： 

pop = c c ／詈， 
其中，popine表示城乡人口加权的城乡收人比，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表示 t时期城镇 

或农村 的人 口数量 ，z 表示 t时期的总人 口， 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 (用相应的人 口和人均收 

39 



钞小静、沈坤荣：城乡收入差距 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表 2 城 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3SLS) 

以城 乡收入 比度 量城 乡收入差距 以人 口加权城 乡收入 比度量城 乡收入差距 
解释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变量 
gdp lnV edu lne gdp 1nV edu lne 

一 6．49e一05⋯ 一2．77e一04⋯ 

gdp 

(6．84e一06) (1．07e一04) 

235．82⋯ 5l5．22⋯ 
ln V 

(76．39) (87．51) 

452．85⋯ 3992．42⋯ 
edu 

(138．67) (1517．64) 

9．44⋯ 一1．66⋯ 0．97 一0．08⋯ 
ln e 

(1．41) (0．11) (0．42) (0．02) 

478．05⋯ 2．68⋯ l229．46⋯ 2．93⋯ 

gov (151
． 41) (0．45) (411．83) (0．47) 

一 466．93⋯  一581．24⋯  
popde 

(84．55) (94．04) 

一 24316⋯ 一23959⋯  
indra 

(3555．75) (4047．84) 

21141⋯ 6．56⋯ 一4．71⋯ 一3944．62 2．72⋯ 一43．50⋯ 

stru 

(4702．69) (0．64) (0．31) (5271．86) (0．83) (7．83) 

5O．62 0．42⋯ 0．0072⋯ 13．79 0．68⋯ 0．17⋯ 

private 

(26．84) (0．04) (0．O018) (29．49) (0．07) (0．04) 

25．65 O．29⋯ 0．02⋯ 0．0076⋯ 56．46⋯ 0．35“ O．Oll5 0．15’ 
tlrbltn 

(21．32) (0．04) (0．003) (0，0022) (21．89) (0．17) (0．0079) (0．06) 

7029．2⋯ 一7．27⋯ 0．25⋯ 13O19．5⋯ 2．62 一4．14 

open (1536
． 43) (1．81) (0．10) (1697．10) (3．47) (2．27) 

一 0．56⋯ 一0．1O⋯ 
Ser 

(0．17) (0．O1) 

一 0．O9⋯ 一0．07⋯ 
eduex 

(0．008) (0．008) 

— 0．03⋯ 一0．43⋯ 
ln 8 

(0．006) (0．11) 

22744 一10．39 15．30⋯ 3．68⋯ 45266．6⋯ 一21．44 10．52⋯ 40．05⋯ 

截距项 
(12441．69) (4．78) (0．58) (0．I3) (13843．49) (12．09) (0．79) (3．35) 

R 0．753O 0．3lO2 0．3722 0．2946 0．5458 0．2800 0．4917 0．38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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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积表示)，P 表示 t时期的总收入。使用所有未包含在方程中的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 

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我们发现研究结论与以 

城乡收入比为衡量指标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3，即城乡收入差距通 

过劳动力质量会影响经济增长。① 

四、结 论 

本文在一个完整的实证分析框架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人手对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 

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分析 ，并利用 中国 1995--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理 

论分析说明，在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与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中， 

一 单位的劳动投入在现代部门的产出要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出，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 

代部门转移可以促进总产出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变为熟练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反之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 

短期来看 ，在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时，各收入阶层根据 自身财富状况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后的效用大 

小来选择是否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高于非熟练劳动力 时，拥有较 

高财富的个体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而拥有较少财富的个体将无法进行人力资本 ，从而影响到 

劳动力质量提高，阻碍到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财富分配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其留 

给子女遗产的数量，而这又是其子女选择能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最终经济中就 

会分化为高收人与低收入两个阶层 ，劳动力质量受到限制 ，总产出受到影响。 

通过对我国 1995--2012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城乡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不仅不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通过劳动力质量机制抑制 

了经济的增长 。我 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生育率水平正在逐渐下降，依靠劳动力投入的规模 

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长期将会受到人 口增长减缓的约束 ，提高劳动力质量才是驱动经济 

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 、市场化和国际化 的深入推进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质量提升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 ，从长 

期来看 ，我们应该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 ，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 

谐的转化，这将有利于传统农业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推 

动我 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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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ed gradually， improving labor quality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e OLG model，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developing country to explain the 

interacted relationship among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labor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y empirically analyzing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2，we find the estimation result of our model is well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s from theoretical study：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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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n Value Added：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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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pplying and extending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article proposes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in value added．Then we use data provided by OECD／WTO to conduct empirical studie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ratio of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China’s export declined from 88％ in 1995 to 64％ in 2005．Afterwards，this ratio 

began to increase，and till the year of 2009，it a~ived at 67％ ．Our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the decrease of domestic value 

added within industrie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 declined．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points out 

that，low domestic value added within industries is the principal reason why domestic value added of export in China is less 

than those in U．S．，Germany and Japan．The concentration of expo~in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the leading reason why domestic 

value added of expo~ in China is less than that in India．In addition。low direct domestic value added，or export industries’low 

capacity in creating direct value added，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of the low domestic value added of China’s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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